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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十年

10年，又是四月，北京的玉兰花已经开放，淡
淡的花香和着春风拂过人们面颊, 洁白清雅的花
瓣昭示着生命的勃发，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愿望。

人人都爱玉兰的美，但又有谁会像她一样年
年被想起，“每每望之，心中就泛起无限的伤悲和
感叹，并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蚀心的滋味，凝视兰
花之后已是泪水盈眶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
医科主任王少杰回忆道，“年年如此，因为每年四
月兰花开时，我就会想起秀兰”。

丁秀兰，一个亲切柔和的名字，但是 10年前
的 SARS却无情地夺去了她的生命，时任北京人
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主任
医师的她，去世时才 49岁。
“和秀兰相识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急诊科会

诊上，”王少杰叙述道，“患者是一个老年人，会诊
时我翻看着病历，秀兰一直在一旁介绍着病人的
情况，竟然详细地把患者微小的体征变化和十几

项化验数据说得一字不差，让我差点误认为她是
病人的亲属了。”
“她在会诊结束后，拉着我的手，很感谢我从

老医院快速过来会诊，”王少杰接着讲，“她对我
说，‘我刚调到院来，姓丁叫秀兰，玉兰花的兰，名
是俗了点，可是好记’。说完就笑起来，爽朗极了，
让人感到既直率又朴实。”
“医学是一门复杂科学，有许多未知数，临床

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病症，她在急诊室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我向她请教时，她总是认真地帮我
解决。”王少杰说道，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以及执著
的追求能化为工作的动力，在平时可以做到的人
已属不易，如果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
突时，仍然毫不动摇地身先士卒，就尤其彰显人
格魅力了。

十年前的春天，SARS 的阴霾促不及防地
袭击了中国大地，急诊室的工作更加繁忙。每

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着 SARS 造成的残酷现实，
然而，秀兰却一天也没离开过急诊的第一线。
她看到太多被 SARS 打倒的患者，她太深刻地
明白一旦倒下去意味着什么。她的身影更频繁
地往来于患者之间，丝毫都不省略检查的步
骤，“啊———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的嗓子，解开
你的衣服，让我听听你的肺部……”“所有发热
的病人都到我这儿来！”看到这些，王少杰的心
在颤抖，为了减少他人感染的机会，秀兰在用
身体抵挡 SARS 的危险呀！

秀兰在抗 SARS 战斗岗位上的唯一照片
也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谁也没想到我们
给急诊科送中药的这张照片竟成了令人心碎
的绝照。”王少杰叹息着说，“一天，我在老院接
到秀兰的电话，她发起脾气来，‘少杰，发给我
们急诊的中药为什么不够数？’我当时心里很
觉冤枉，因为中医科只有一台煎药机，连续几

天 120 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煎 12 小时，机器都
烧成红的了，煎不出那么多的药，再说该发的
都如数发了。”

直到医院被解除隔离的那一天，王少杰才得
知了秀兰发脾气的真相：当时中药是如数发了，
但是在每天早上发药，并且只发给在职工作的护
士和医生，白天还有学生和进修医生，这样上夜
班的同志就没有药了。秀兰担心有人服不上药所
以就着急了。
“她没吃中药，她把药给了我们上夜班的。我

们没得 SARS，她得了，她走了啊！”急诊科的同志
伏着肩头撕心裂肺地痛哭。
“秀兰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还是在隔离时

期，对烈士的怀念没有条件做更多的事，”王少杰
回忆道，“当时，门诊五楼报告厅成了临时纪念
室，悲痛的哭声淹没了院长的悼词声。后来大家
索性抱在一起，让情感像开闸一样放开地宣泄，

悲伤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
玉兰曾把生命中最美的时光留给了春天，她

绽开的时候是那么无私，奉献得是那么的彻底，
凋谢的时无怨无悔，凄美、悲壮。空气中沉淀着淡
淡的、甜甜的芬芳，弥漫地飘开去。

丁秀兰虽然离开我们十年了，可她的英名和
事迹却广为流传。在网上纪念馆，一位网友用这
样的诗句赞美丁秀兰：

群芳谱中一秀兰，忠骨柔情藏青山。
化作春泥无憾意，清香长留天地间。

又见四月玉兰开
———追忆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

姻本报见习记者牟一

2007年的北京，春天依旧短暂而温暖。那年 4
月４日，清明节前夕，首都卫生界首次公祭在抗击
SARS中殉职的英烈。“褪”去一身红叶、“披”上一层
绿装的北京西山上有一座朴实的丰碑。这是 SARS
三周年的时候，落成的纪念首都医护人员抗击非典
的“救死扶伤纪念坛”。丰碑依山而建，踏上一层层
阶梯，用花岗石垒成的半圆形三角浮雕墙上，镶嵌
着 9位烈士的浮雕像和他们曾经的誓言。

北京抗击 SARS牺牲的最后一个医务人员，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张林国的面孔也定格在了
上面。

张林国于 1963年 2月 16日出生于山东省高
唐县，1986年 7月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系；
1986年 7月至 1988年 8月在山东省泰安市中医
二院工作；1988年 9月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攻读
研究生，1991年 7月毕业，获医学项士学位；1993
年 8月至 1996年 7月间师从著名中医药专家董建

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
309医院消化科工作，于 1998年 10月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0年 3月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
医院，先后在外宾病房和消化科从事临床医疗和科
研工作。
“英雄都不是天生的，也没有多伟大，只是在

任何情况下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问心无愧而
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科主任李振
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都已经过去十年了，张林国用他在消化科不长
的工作时间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李振华介绍说，其实张林国在西苑医院工作
的时间并不长，不到 3年。因此自己和张林国一
起工作也没多长时间。但在他看来，张林国热爱
中医事业，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获得了
骄人的成绩。

在理论研究方面，张林国具有深厚的中医基

础理论和中西医结合功底。他参与的“八五”攻关项
目“消痞灵治疗胃癌前病变的临床与研究”获得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1998年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
临床工作中，他以为病人治好病为最高宗旨，对待
病人耐心细致，和蔼可亲，疗效卓著，广泛受到患者
的好评和爱戴。他数十年如一日，凭着对中医事业
的满腔热忱，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读书不已，笔
耕不辍，共发表了学术论文近 20篇，医学专著近
10部，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振华告诉记者，早在 1998年抗洪救灾中，当
时还在解放军 309 医院的张林国就参加了抗洪
医疗队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因表现突出荣立三
等功，并获嘉奖。因此，在 SARS肆虐之际，医院决
定成立医疗队时，他就积极带头报了名。当时消
化科两位大夫被抽调去抗非典一线后，本来就人
员不足的医生队伍更显得捉襟见肘，这时候张林
国就主动承担起了超负荷的医疗任务。

作为主治医师，张林国亲自管理床位十余
张，还要每周出门诊两次，尽管有数名重病人，但
他从不畏惧和退缩，对病人总是那样耐心细致、
和蔼可亲，无论多忙多累，他都坚持每日两次常
规查房，重病人有事随叫随到，无数个节假日都
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工作中他不断告诫其他大
夫护士们，做好自身防护，下班后他叮嘱大家必
须吃饱吃好，保证身体的抵抗力，关心了解每一
位同事的身体状况。
“后来张林国不幸染病，之后被隔离，最后以

身殉职。”李振华说，“虽然在一起工作时间不算
长，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大家彼此私交也有
限，但是张林国在西苑医院不长的时间留给了我
们永久的财富。”

上呼吸机、全力抢救、火线入党、街头欢呼
……这些场景后来被艺术家们浓缩进抗击
SARS的“救死扶伤纪念坛”浮雕墙上。浮雕墙上

SARS疫情曲线图隐约可见，它记录了非常时期
的一段生命数据，见证了大灾大难中的不朽精神，
也深深凝固了那段历史的场景。

钟南山院士曾慨言：“‘抗非’斗争中，医护人员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最怀
念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救死扶伤的大无
畏精神，是医务人员最好的榜样！”如今当 SARS
离我们远去，在阳光春风中徜徉的人们也应该在
这个春天温暖一下逝去的人物，缅怀一下那些不
朽的英魂。

尽职而已 虽憾尤荣
———追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医生张林国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俊宁

编者按：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的中共北京

市卫生局党校院内，有一座依山而建
的三角形浮雕墙。这就是 2006年 6月
24日落成的，以纪念在 SARS战役中牺
牲烈士的“救死扶伤纪念坛”。
生命已逝不可追，留给后人的，是

永久的思念。
从北京市区乘坐地铁再换公交，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车程后，记者走进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
乡的中共北京市卫生局党校院内。顺着门卫所指的
方向，左转，再沿着山坡行走大约 300米，一座依山
而建的三角形浮雕墙赫然屹立在眼前。

这就是于 2006年 6月 24日落成的，以纪念在
SARS战役中牺牲烈士的“救死扶伤纪念坛”。

浮雕墙的前面是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女护士雕
塑，手持鲜花，打着胜利的手势，面带自信而欣慰的
笑容。当记者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近浮雕墙时，你会
发现 9块青铜雕塑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浮雕墙上。这
9块雕塑人物，正是十年前，在抗击 SARS战役中不
幸遇难的首都卫生界的杰出代表们。

他们分别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李
晓红、怀柔区第一医院病案管理员李进惠、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段力军、北京市通州
区潞河医院护士长王建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
技士杨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师王晶、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
医师李彩尧、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林国。

生命已逝不可追，留给后人的，是永久的思念。

局外人

“每年我们丁香园的战友们都会自发组织来
到这里给前辈们扫墓，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是那

么亲切，仿佛并没有走远。”SARS来袭时，中国中医
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科主治医师李博正在中日友
好医院实习，虽没能真正地参与到一线的救治过程
中，但那场“战役”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起初，李博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病毒”如此嚣

张。“只听说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在北京蔓延，学校和
医院的老师也多次强调加强自身防控措施，但对于
我们这一群实习生来说，终于有了一个缺勤的最佳
理由。”
但随着医院门诊量的与日剧减，以及家人和

周围朋友的劝阻，李博的内心隐约感觉到有些“不
太对劲儿”。
最终，在疫情的紧逼态势下，中日友好医院考

虑到学生的安全问题，决定停止一切实习活动。
“那时候，走在人流稀少的大街上，每个人的

表情都有点儿惊恐。”作为中日友好医院实习组
组长的李博，每天在发药、统计名单、发放口罩等
物品这种平静、有规律的生活中度过。
李博说，当时他并没有“乱了阵脚”，每天与

女友一起积极准备研究生的复试。但每当听到媒
体中播报疫情情况，以及医务人员不幸感染去世
的消息时，他内心总会“咯噔”一下。
“他们恪守医务人员的职责，不顾个人安危，

奋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谱写出一篇篇华丽的乐章，值得我们每个人学
习。”李博眼角流下的泪水滴落在衣服上，他并没
有擦拭。

亲历者

没有真正参与到 SARS这场战役中的李博，也
许只能说是一名“局外人”。而对于从疫情的开始坚
守到这场战役结束的陈红兵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这
场战役真正的亲历者。
“刚开始，还不叫‘非典’，大家只觉得这个病潜

伏期短，来势凶猛，并且病情进展极快。”放军第
309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结核四科主任陈红兵
说，以前国内也曾发生过一些疫情，但是多集中在
某个区域内，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而 SARS的疫情能够在国内大面积、迅速地暴

发，既与病毒本身有关，也与人们现代化生活方式
存在密切联系。
陈红兵所在科室本身就是全军结核病研究

所，专门从事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自然，当
SARS来袭的时候，他所在的科室“有足够的理由”
被改造成为隔离病房。
“只要有病人从院外转过来，我们都是亲自下

去把病人直接接上来，不让其他的医务人员接触，
避免感染发生。”陈红兵说。
自 2003年 3月 16日开始，陈红兵便不再回

家，为了不让家人过分担心，他在回家收拾行李的时
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上面有任务，要隔离，
接收病人。“当时，真的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情绪。”
自此，在接下来的 100天内，他整日整日吃住

在病房里。“我当时对 SARS没有太多的恐惧，一方

面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呼吸系统传染病防治方面的
工作，有一定经验；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听说医务
人员感染死亡的案例。”
但在实际接诊过程中，SARS患者的病情进展

速度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前一个小时查房还好好的，没想到，你刚转身

走，他就出现呼吸衰竭了。”陈红兵印象最深的就是
一家三口都因 SARS收治到隔离区，但却在不到一
周的时间里，相继去世。
直到如今，陈红兵依然难掩心中的遗憾之情。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真的都已经尽力了，
但当时真的是束手无策啊！”
整个 SARS战役过程中，最让陈红兵担心的事

情不是他个人的安危，而是要谨防团队中的医护人
员出现感染情况。“一旦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出现
感染情况，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再强大的内心，也需要家的温暖，在隔离的日

子里，陈红兵每天都会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因为隔离区正好在山的中下部，我家人好几次爬
到对面的山上，拿着望远镜朝我们这里看。”
正是由于陈红兵在科室内部及时规范了医护

人员的防控措施，在整个 SARS救治过程中，该隔
离病区共收治患者 202人，治愈 177人，转院 7人，
死亡 18人。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
谈到在这场 SARS战役中的最大收获，陈红兵

不假思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真正感受到了医护人
员救死扶伤的精神。

思念，让我们隔山相望
姻本报记者 张思玮

如果没有 10年前的那次 SARS战役，她现在
或许已为人母，过着一名普通医生忙碌而又快乐的
日子。

可人世间根本不会有那么多的如果，即便你
不能接受，也必须面对———她不幸离去的事实。

她叫李晓红，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的
一名主治医师，也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医护工作者在
防治 SARS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她用自
己年轻如花的生命，书写了一名军医在疫情面前的
那种临危不惧、敢为人先的高尚品质。

视线拉回至十年前，2003年 3月 25日。
这一天，李晓红本可以在家休假。“医院前一天

就批准了她休假的申请，我还特意嘱咐她，等身体
养好了，再过来上班。”时任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
科主任、现已经退休的郭炳衡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言语中夹杂着些许伤感。

可李晓红却没有“遵守规定”，面对着突如其来

的疫情，她选择了与同事们并肩作战。
也就是在这一天，内科独立病房收治了第一

例因高烧就医的外地患者王某。
“当时，几位内科值班的大夫都过来了解这位

患者的病情，李晓红不仅跟随查房，还详细询问了患
者的病史。”郭炳衡说，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李晓红参
与了该患者的胸部X光片复查和胸部CT检查。

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她建议科室医务人员立
即采取戴厚口罩等防护措施。但似乎这些日常的防
护措施，并没有阻止 SARS病毒的肆虐。

3月 29日，内二科室先后有医护人员出现发
烧症状。在家休息的李晓红心里惦记着同事和患
者，再次来到医院。

有同事劝她留在家休息，而李晓红却说：“我对
非典有一定的认识，我留下来最合适，我怎么能做
逃兵呢？！”

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病魔正悄然向她袭

来。
3月 30日，李晓红开始发烧，她开始尝试用酒

精退烧，可效果并不明显，但她并没有和爱人刘会
昭说，而是强打精神，继续上班。

而这一次走出家门，她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李晓红到单位后，体温迅速升至 39

度，科室相继有十几名医护人员出现高烧症状。
31日下午，李晓红第一次以患者的身份住进

了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4月 1日，经过多方协调，上级争取到 4个转

往解放军第 309医院的指标。这是全军最权威的治
疗传染疾病的医院之一，转到那里治疗，就意味着
生的希望。
“当时院里首先考虑到李晓红，她非要把名额

让给年纪大、病情重的同志。”郭炳衡说，在病房里
艰难度过了 3天后，李晓红的情况并未有所改观。

4月 4日，机会再次来临，在第二批转院治疗

名单中，李晓红又一次名列其中。而她却再次拱手
相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4月 5日，李晓红跟随“大部队”转移至京郊某
隔离点。第二天中午，她便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
“必须转院！”医院专家组与院领导共同决定，

不再与李晓红商量，强行安排转院。
4月 6日，李晓红转入解放军第 302医院。而

进入医院后的第一件事情，李晓红先把这里的用药
剂量和治疗方案，以及她用药后的反应，通过短信
方式传回隔离点，为那里的治疗工作提供帮助。
“现在治疗上是否找到新的办法。如需要试验，

就拿我做试验吧！我是医生，我不怕。”每次医生过
来查房，李晓红都尽可能详细地把用药后的反应讲
给查房的医生，并与医生一起分析治疗方案。

但病魔似乎更加猖狂。
4月 10日，李晓红呼吸出现极度困难，开始用

上呼吸机。但即便无法用语言交流，她依然坚持艰

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哪怕仅
仅几个字。
“非典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管理、防护、

治疗等方面都应该好好总结……”在 4月 15日
夕阳西下的时候，李晓红吃力地写下自己对非典
的感受。

带着遗憾与不舍，更带着一名医护人员对职
业的责任与使命，李晓红在 4月 16日凌晨 3点半，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安静的面庞没有一滴泪水，仿
佛仍然含着微笑。

“我是医生，我不怕”
———追忆全军第一位在防治 SARS斗争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李晓红

姻本报记者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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